
第 37卷第 12期 管理评论 Vol． 37，No． 12
2025年 12月 Management Ｒeview Dec．，2025

突破数字创新价值感知与实现背离的困境
———以高管－员工双视角再探技术可供性

肖静华 曹望华 夏正豪

(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广州 510275)

摘要: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但现实中数字创新常面临价值感知与实现

背离的困境。现有研究多从资源基础缺陷或个体抵制的单一视角出发进行分析，缺乏从高管与
员工双主体视角探讨困境原因及应对策略。本文通过企业高管与员工的配对数据进行实证研
究，结果表明: 当高管与员工的任务需求和数字技术应用不一致时，员工可能受高管影响而采取

偏离自身任务需求的行为，从而对数字技术使用产生负面影响。据此，提出“偏离行为”的概
念，揭示在双主体互动下数字技术对创新实现既存在助推效应，也存在偏离效应。同时，流程智
能水平和跨层认知差异分别调节两种效应。由此指出，企业可通过减少协同需求和优化协同质
量来突破上述困境。本研究不仅为企业数字创新中面临的价值感知与实现背离困境提供了理
论解释，拓展了技术可供性的情境研究，也为企业高管与员工达成共识、有效获取数字创新价值
提供了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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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已充分体现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中［1］。
其中，数字技术与组织创新相结合形成的数字创新是企业层面落实数实融合的重要体现，也是数字经济时代

企业获取新型竞争优势的关键手段［2］。相比传统的组织创新，数字技术的引入带来了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及
商业模式等多方面的变革［3］。基于此，数实融合下的创新机制构建不仅是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向深入的
实践问题，也是创新管理与数字技术应用领域亟待探讨的理论议题。
在企业层面，数字技术驱动的创新面临着创新方式和创新主体两方面的转变。对于创新方式，既有研究

认为，数字技术贯穿组织创新活动的全过程，在创新的启动、开发和应用阶段发挥信息搜寻、知识融合及个性
化服务等作用，成为组织创新价值实现的重要支撑［4］。对于创新主体，高管团队和基层员工在数字创新中发
挥不同作用，形成价值共创的模式［5］。在数字化转型中，高管团队作为企业数字战略和数字技术应用的决策
者，参与到数字创新过程中［6］。同时，伴随数字技术带来的价值生成模式和产品服务形态快速变化，基层员
工在业务创新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数字创新价值实现的关键主体［7］。然而，以协同创新为核心的创新模
式在给创新绩效提升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对数字创新管理形成重大挑战。作者团队实地调研了近百家企业，
发现高管团队与基层员工之间对数字技术应用的非一致性使部分企业陷入数字创新价值感知与实现背离的

困境，即组织在数字技术应用过程中对创新价值的感知与实际的创新成效存在较大落差。
现有研究对上述现象的解释主要集中于资源基础缺陷和个体抵制两种归因。其中，资源基础缺陷观点认

为，上述困境主要源自组织资源的匮乏或缺陷，尽管数字技术为企业数字创新提供了巨大潜力，但数据质量不

佳、数据孤岛等问题导致信息流动和数据分析受限，削弱了数字创新成效。个体抵制观点则认为，个体认知局
限、利益冲突及技术适应性差异等因素，导致对技术应用的抵触，从而阻碍创新价值的实现［8］。然而，随着数
字化转型的推进，企业在资源基础、员工数字化能力、人机交互体验等方面不断改善，上述因素的影响逐渐减
弱，而不同主体在目标、认知与流程适配等方面的协同失衡，日益成为创新价值实现困难的关键诱因。
相关文献关注了数据资源或个体认知等单一视角的影响，但数字创新的实施是一个跨层次、系统化的过

程，受到权力结构、角色分工及主体间互动等多因素交织的影响，单一视角的分析难以充分揭示跨层次、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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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交互过程中存在的阻碍因素。具体而言，高管团队作为战略决策的制定者，其对数字创新的理解和决策直
接影响创新过程的资源投入与优先级设置。基层员工作为数字创新活动的执行者，参与技术应用和实践，是
数字创新能否成功落地的关键。现实中，两者对数字技术理解和使用的差异往往会影响数字创新绩效。
以南方某能源集团为例，高管团队从战略层面部署全场景智能巡检系统，期望提升电网运行效率和故障

排查能力。然而，员工在使用中发现，系统在复杂地形下巡检精度不够，需要额外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数据整理
和分析，实际工作量不减反增。因此，员工倾向于回避系统的复杂功能，采用最低投入的使用策略，导致系统
应用达不到预期效果，高管由于不了解系统实际使用中的复杂情况，简单地认为是员工对技术创新不支持。
作者团队在调研中发现，这种跨层级的认知差异并非单纯源于某一方的失误，而是两者从各自视角出发对技

术理解及应用的偏差所致。高管团队注重技术对企业长期竞争力的战略价值，而基层员工更关注技术对任务
执行的直接支持。在实际运作中，这一目标的差异通过层级间的相互影响形成了偏差。具体而言，高管团队
可能忽视基层员工需求的场景适配，而基层员工因技术复杂性或不匹配产生回避行为，导致应用效果不佳，并

加剧彼此的误解。由此可见，高管与员工的认知差异并非单纯源于个体行为，而是交互作用的结果，进而影响
数字创新绩效。
基于此，本文以技术可供性理论为基础，尝试从高管－员工双视角来探究技术可供性对个体数字技术使

用的影响，揭示导致企业陷入数字创新价值感知与实现背离困境的内在原因，提炼双主体互动下可供性实现

影响数字创新的过程机制。利用 262份高管团队－基层员工的配对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跨层级主体互动
中的目标冲突与技术执行偏差是造成数字创新价值感知与实现背离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并进一步探讨企业

的应对策略。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数字创新价值感知与实现背离困境
数字创新是组织依托数字技术对产品、流程或商业模式进行动态变革的过程［9］，其核心在于通过数字技

术的应用推动创新价值的实现。然而，实践中，企业却常常面临数字创新价值感知与实现背离的困境，即组织
对数字创新中技术赋能的乐观预期与实际成效间存在较大落差。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从资源基础缺陷和个体
抵制两方面展开了探讨。资源基础缺陷观点认为，尽管数字工具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强大的赋能潜力，但这种
潜力的释放依赖数据资源的质量和管理基础［10］。而个体抵制观点中，既有文献从人员、系统及人员－系统交
互三方面对各类抵制行为及成因进行了解释。其中，人员导向和系统导向分别将抵制行为归因为个体偏见或
系统缺陷，强调通过统一个体认知或优化系统设计来缓解技术抵制行为［8，11］。人员－系统交互研究则指出，抵
制行为可能源于系统属性与组织目标之间的错位，主张通过组织结构或激励机制设计减少抵制行为。例如，
Doolin［12］基于权力理论提出，信息系统的引入会改变组织规则与资源配置，从而引发抵制行为。
然而，在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上述分析对数字创新价值感知和背离困境的解释并不

充分，未关注技术在组织多主体之间的适配与调节过程，难以解释价值感知与价值实现之间存在的结构性落

差。实践中，数字创新主要通过技术采纳和利用得以实现［13］。采纳阶段，组织通过评估技术特征与需求匹配
度形成对数字创新价值的初步感知，高管团队主导技术引入与资源配置决策，以满足风险管控与运营管理需

求［6］。利用阶段，基层员工负责将技术应用于具体业务场景，以实现效率提升与业务创新目标［14］。这种跨层
级协同模式虽然为创新带来了巨大机遇，但同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15］。
具体而言，高管团队在感知数字创新价值时，倾向于关注整体战略和资源配置效益，将数字创新视为推动

管理优化和决策效率提升的战略工具［16］，更多地从宏观层面评估数字技术的长期回报，并将其作为突破组织

边界、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数字创新实施中的操作成本和现实复杂性。基层员工则
主要从具体任务执行和业务流程优化的角度出发，关注技术工具在日常工作中的实际操作和直接效益，但对

其在更大范围的战略价值理解不足［17］。这种信息不对称和认知错配导致双方对创新价值的感知产生分化，
可能会加剧技术在应用过程中的相互干扰，导致数字创新的协同困难和期望错位。因此，理解双主体视角下
数字创新价值背离的形成机制，是突破这一困境的关键。

2．高管－员工双视角下的技术可供性
结合上述分析，数字创新价值感知与实现背离困境的核心在于技术价值感知与实际应用之间的结构性张

力，这种张力根植于技术可供性在组织层级间的差异化实现机制。技术可供性作为连接技术特征与组织行为
的理论框架，其核心思想在于: 技术赋能效果并非由技术属性单方面决定，而是产生于技术特征与使用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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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情境中的动态适配过程［18］。该理论突破了传统技术决定论和社会构建论的二元对立，通过强调“技术－
使用者－环境”的三元互动机制，为解释数字创新中的价值背离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从理论渊源来看，技术可供性概念源于生态心理学，后被引入人机交互领域，由 Majchrzak和 Markus［18］将

其发展为组织情境下的分析框架。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技术特征—感知框架—行动可能”的传导机制:
技术工具通过其功能属性( 如可编辑性、可追溯性) 为使用者提供潜在行动的可能性，使用者基于角色认知和
情境解读形成差异化的感知框架，最终通过适应性行动实现技术赋能。这种动态适配过程本质上体现了社会
技术系统理论的核心主张，即技术效果产生于社会子系统与技术子系统的协同演化。
相较于传统技术接受模型( TAM) 和任务技术匹配理论( TTF) ，技术可供性理论在 3 个维度进行了突破:

其一，在作用机制上，不仅关注技术特征对使用行为的单向作用，还强调技术功能在具体实践中的涌现性［19］;

其二，在分析层次上，超越个体层面的技术采纳决策，构建了微观实践与宏观结构之间的中观桥梁［20］; 其三，

在时间维度上，关注技术使用过程的动态调适而非静态匹配［21］。这些特质使其特别适用于分析高管－员工双
主体在数字创新中的复杂互动过程。
现有研究在技术可供性的实现机制上形成 3 个理论分支: ①结构功能学派强调技术属性的客观约束作

用［22］;②认知建构学派关注使用者的主观诠释过程［23］;③协同演化学派聚焦技术与组织的共同适应机制［21］。
然而，这些理论均存在单主体假设局限，未能有效解释双主体互动中的动态博弈与认知冲突问题。例如，高管
团队作为技术部署的决策主体，其战略导向会通过制度设计框定技术可供性的实现边界; 员工作为技术应用

的操作主体，其工作方式会通过日常实践重塑技术功能的实际内涵。
结合社会认知理论的三角互惠模型，双视角下技术特征通过高管战略框架与员工实践框架的差异化解

读，产生不同的行为，在组织场域中，既可能产生协同效应，如数字平台赋能员工创新; 也可能引发适配冲突，

如过度控制抑制员工创新。由此揭示了现有文献的研究缺口: 单主体视角下强调的技术适配性在双主体情境
中可能转化为结构性矛盾，这正是数字创新价值背离困境的深层诱因之一。具体地，高管团队的技术可供性
实现往往源于对战略管理和运营控制的需求，通过技术功能优化资源配置与流程管控。然而，这种可供性实
现过程可能在规范性和结构性方面形成刚性约束，影响基层员工对技术灵活性和适配性的需求。相应地，基
层员工的技术可供性实现侧重业务创新和任务执行，强调技术工具在解决具体问题和优化操作流程方面的作

用，但该过程依赖高管团队提供的技术资源与管理框架，这种依赖使其可供性实现受制于高管团队的决策与

规范设置。这种差异化适配源于主体角色分工与权力结构的嵌入，会通过跨层级行为传导造成数字创新过程
的价值损耗。
单主体视角下，技术可供性研究聚焦于个体如何感知和利用技术功能达成目标，分析边界局限于个体行

为对技术属性的单向响应，结果大多表现为线性的积极影响。例如，程聪等［24］发现，积累可供性和变异可供
性有助于提高企业数字创新价值。然而，当研究视角扩展至群体或组织层面时，技术可供性的作用机制可能
会呈现外部性特征———即某一主体的技术适配行为可能对其他主体的可供性实现产生溢出效应［25］。这种外
部效应的存在表明，技术可供性不仅是技术属性与个体需求的匹配问题，更是多主体互动中权力、资源与认知
结构的动态映射。综上所述，技术可供性理论不仅契合多主体互动的复杂特征，更能够为数字创新管理中
“技术－组织－人”的协同问题提供合适的分析框架。

3．研究假设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选取企业高管团队与基层员工两类典型数字工具使用者，参考 Karahanna 等［26］提出

的“需求－可供性－特征”框架，分别提炼出企业数字工具中所包含的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和数字技术创新可
供性。其中，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是指数字工具提供的，旨在帮助组织实现规范化管理和控制的各类可能性
支持，如报表、财务审批、数据管理流程等。数字技术创新可供性是指数字工具提供的，旨在促进业务创新和
提升灵活性的各类可能性支持，如用户大数据分析、市场趋势分析等。
依据任务技术匹配理论，当任务需求与技术功能相互匹配时，个体更容易形成对技术的积极态度和更高

的感知有用性［27］。高管团队的主要任务需求集中在战略规划、运营管控和风险控制，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能
够通过标准化流程、信息集成和管理透明度等功能直接满足这些需求。例如，数字工具中的报表分析和流程
审批模块可以帮助高管快速作出数据驱动的决策，从而降低运营风险并提升管理效率。因此，这种匹配关系
将促使高管团队对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产生更高的感知有用性。相比之下，基层员工的任务需求更侧重于业
务创新和效率提升，数字技术创新可供性能够通过数据挖掘、用户分析和市场趋势预测等功能支持员工发现
市场机会并优化业务流程。例如，大数据分析工具可以帮助员工深入了解客户需求，从而制定更具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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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策略。这种可供性为基层员工的创新活动提供了技术支持，降低了操作复杂性和信息处理难度，从而增
强其对技术的感知有用性。综上，本文提出:

H1a: 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正向影响高管团队感知有用性。
H1b: 数字技术创新可供性正向影响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
然而，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与基层员工需求、数字技术创新可供性与高管团队需求之间可能存在部分错

配问题，由此导致不匹配可供性与感知有用性间呈现非线性关系。具体地，初期阶段，规范可供性主要通过数
据标准化与流程规范化，优化信息管理与跨部门协同，满足基层员工对效率与信息透明度的需求。例如，统一
的数据录入系统与流程工具能降低信息壁垒，提升数据获取与分析能力，进而增强业务执行效果，表现出显著

的助推效应。但随着规范可供性的增强，其边际效益开始递减。尽管更高的规范可供性会进一步提升管理标
准，但也伴随着更多信息录入、审批与报告等操作负担，这些任务未必直接提升核心业务绩效，反而可能削弱
员工灵活性。当规范可供性超过一定阈值后，严格的流程控制与复杂操作逐渐引发资源错配和任务偏离，甚
至产生抵触情绪，削弱感知有用性。因此，规范可供性对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可能产生倒 U型影响。
创新可供性通过分析市场数据、洞察用户需求和预测行业趋势，为高管团队提供强有力的决策支持，显著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战略判断能力。在初期阶段，该可供性与高管任务需求高度契合，助推感知有用性迅速
提升。但随着创新可供性的增强，其边际效应逐渐减弱。技术复杂性上升带来信息量激增，使高管面临数据
整合难度加大、分析流程延长、决策周期拉长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技术使用效率。当创新可供性超过
某一临界点后，企业需持续投入资源以支持系统运维与工具升级，高管的管理负担加重，技术复杂性也可能造

成组织响应迟缓，削弱其灵活性与效率，偏离效应逐渐占据主导。此外，过度依赖复杂的技术分析工具，可能
会导致“技术过载”现象［28］，即高管在面对大量数据和分析结果时产生信息疲劳和决策压力，进一步削弱其
对技术的信任和使用积极性。因此，数字技术创新可供性对高管团队感知有用性可能产生倒 U 型影响。综
上所述，本文提出:

H2a: 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对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存在倒 U型影响。
H2b: 数字技术创新可供性对高管团队感知有用性存在倒 U型影响。
从组织内部来看，高管团队对数字工具的感知有用性直接影响其技术采纳决策，这种决策行为构成数字

创新落地的战略前提［29］。当高管团队基于战略价值认知形成积极的技术采纳意图时，组织将加速数字基础
设施部署和创新项目孵化。这一过程通过缩短技术采纳周期和强化资源投入密度，推动数字创新成果的规模
化产出。因此，高管团队的感知有用性除了通过泛化的“文化塑造”或“结构优化”间接作用于创新绩效外，更
重要的是通过技术采纳决策这一中介机制，形成“认知—决策—落地”的传导路径。
与此同时，基层员工对数字工具的感知有用性则直接转化为高频次、深层次的技术使用，这种使用强度决

定了技术可供性向创新效能的转化效率［30］。相较于既有研究强调的“心理安全感”或“创新动机”等远端变
量，技术应用作为近端行为指标，能够更直接地解释感知有用性向创新绩效的传导机制。这一路径在敏捷创
新情境中尤为显著，因为基层员工的技术使用行为本身即构成微创新的主要来源。综上，本文提出:

H3a: 高管团队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数字创新绩效。
H3b: 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数字创新绩效。
流程智能水平指组织在运营与管理中应用智能技术和自动化工具以提升流程效率与质量的程度。在规

范可供性较低阶段，技术规则不明确，基层员工易因操作逻辑不清而增加理解成本。此时，适度的流程智能通
过提高自动化水平与流程透明度，减少跨层级信息障碍，降低认知负担; 同时，简化操作与优化资源配置也有

助于员工快速掌握技能与执行流程，提升其感知有用性。然而，随着规范可供性不断提高，流程逐渐标准化与
自动化，员工对系统的依赖加深。此时，流程智能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可能使流程僵化，限制员工的灵活性与自
主性。一方面，高度智能化可能导致员工对系统决策产生过度依赖，削弱其主动性和问题解决能力; 另一方
面，复杂的智能流程设计可能形成“黑箱效应”［31］，使基层员工难以理解流程逻辑或干预流程异常，从而降低
其对技术价值的信任感和控制感。
在创新可供性较低阶段，数字技术功能有限，难以满足高管团队对复杂决策与创新洞察的需求。此时，适

度的流程智能通过降低跨层级协同成本、提升流程透明度，有效弥补技术功能不足，增强创新可供性对感知有
用性的促进作用。例如，基于简单应用的智能化流程系统也可辅助分析市场需求与竞争态势，帮助高管更快
制定策略，放大创新可供性的正向影响。然而，随着创新可供性不断提高，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高管
对其依赖加深，同时也可能引发负面效应。流程智能水平提升可能会加剧这一趋势，使拐点后的负向影响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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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一方面，高度自动化的流程限制了高管对流程的控制与调整，削弱其自主性; 另一方面，智能流程中的“黑
箱效应”可能使高管难以理解系统逻辑或介入关键决策，降低对技术的信任与掌控感。这种依赖与不透明性可
能削弱其感知有用性，甚至引发对流程智能的抗拒。综上所述，流程智能水平能够通过自动化、智能化等方式减
少跨层级协同的复杂性，但同时也意味着部分自主性的丧失及“黑箱效应”风险。因此，本文提出:

H4a: 流程智能水平强化了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与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间的倒 U型关系。
H4b: 流程智能水平强化了数字技术创新可供性与高管团队感知有用性间的倒 U型关系。
跨层认知差异是指高管团队与基层员工在组织目标、资源配置和组织支持等方面的理解偏差。在规范可

供性较低阶段，流程规范指导不足，基层员工对技术的理解高度依赖跨层级沟通与反馈支持。此时，较大的认
知差异会导致高管与基层员工在技术目标与流程认知上的不一致，进而引发信息失真与资源配置偏差，削弱

规范可供性的实际指导效能［32］。具体而言，基层员工在初期常缺乏对技术规则的清晰理解，需依赖高管解释
与支持; 但在认知错位的情境下，员工可能将技术视为缺乏实质支持的形式工具，降低其信任与采纳意愿。随
着规范可供性不断提高，技术流程趋于标准化和自动化，基层员工对流程依赖增强，灵活性与自主性相应受

限。然而，高管与基层员工之间的认知差异此时通过规范化流程得以具体显现并固化，促使员工调整心理预
期，以缓解过度规范化带来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具体而言，高管聚焦于战略性流程标准化，而基层员工更关注
操作效率与灵活性。当认知差异较大且流程通过数字工具得以固化时，员工可能主动降低对技术的掌控感与
期待值，以适应流程约束。这种心理调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规范可供性对感知有用性的负面影响，使右侧
的下降趋势变缓。
在创新可供性较低阶段，数字技术功能尚不完善，高管对技术的理解和应用依赖于基层反馈与执行支持。

然而，跨层认知差异导致双方在目标预期与资源分配上存在偏差，降低信息传递与调配效率，从而减弱低水平

创新可供性对感知有用性的促进作用，使曲线左侧的上升趋势变缓。随着创新可供性的提高，功能多样性与
决策支持不断强化，为高管提供更强的分析和创新能力，但也可能导致结构僵化。此时，跨层认知差异促使高
管对基层反馈持更谨慎态度，从而在技术使用中保持一定独立性，避免对系统的过度依赖。高管可能更倾向
于将技术与人工判断相结合，采取灵活的应用策略。综上，虽然认知差异可能造成沟通障碍，但在高度自动化
环境下，也促使各层级保留一定自主性，实现动态适应与调节。因此，本文提出:

H5a: 跨层认知差异弱化了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与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间的倒 U型关系。
H5b: 跨层认知差异弱化了数字技术创新可供性与高管团队感知有用性间的倒 U型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以“技术特征—使用行为—数字创新绩效”为数字创新整体逻辑框架，提出高管－员工双

视角下可供性实现影响数字创新的过程研究模型( 见图 1) ，并选取流程智能水平和跨层认知差异为调节变
量，探究可供性实现过程中的情境差异。需要说明的是，两者在影响跨层技术应用的具体机制上存在显著差
异，前者强调通过技术手段优化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其核心在于减少跨层级协同需求，实现流程的高度自动

化和规则驱动。后者强调高管－员工在技术理解、目标预期和资源认知等方面的偏差或一致，其核心是依赖
跨层认知协调来优化协同质量。两者均构成可供性实现影响数字创新过程的情境条件。

图 1 高管－员工双视角下可供性实现影响数字创新的研究模型

实证研究设计

1．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收集过程如下: 首先，根据现有文献和相关量表

进行初步问卷开发，邀请 3位数字化领域资深专家和 8位企业资深管理人员对问卷题项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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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意见并进行修改。其次，收集问卷进行预测试。作者团队于 2022年 6—9月选取两所 985高校 EMBA学员
及企业商业协会成员单位的管理人员作为受访者，分别收集了 95、219 及 94 份测试问卷，对题项进行迭代修
改，形成正式问卷。最后，2022年 10月—2023年 12月，在多所高校 EMBA学员、地方政府工商业联合会及企
业商业协会中，针对企业高管和基层员工发放正式问卷 1408 份，回收 1256 份( 回收率 89. 20%) 。剔除无效
问卷以及未使用数字技术的企业，最终获得 900份有效问卷( 有效回收率 63. 92%) ，共计 496家企业。
进一步地，综合受访者所在部门和职位信息对收集问卷进行分类，将公司副总经理及以上级别或核心部

门总负责人视为企业高管团队成员，将负责具体业务或职能管理的部门主管及以下人员视为企业基层员工，

其余视为企业中层员工。共得到高管团队问卷 283份，中层员工问卷 34 份，基层员工问卷 583 份。随后，将
高管团队问卷与基层员工问卷根据公司名称进行匹配，最终配对 131 家企业，共 262 份问卷。总体样本企业
描述性统计见表 1。由表 1可知，样本企业成立年限多在 10 年以上，所在行业类别及企业规模分布较为平
均，主要分布在广东省、福建省、湖北省、浙江省、江苏省、北京市、上海市等 10多个省市，整体数据质量较高。

表 1 样本企业描述性统计分析

类别 类型 数量 比例( %) 类别 类型 数量 比例( %)

企业所

在行业

制造业 220 44. 35
批发与零售业 45 9. 07
租赁与商业服务业 53 10. 69
金融业 38 7. 66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4 4. 84
互联网与相关服务业 18 3. 63
土木工程建筑业 17 3. 97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8 1. 61
房地产业 13 2. 62
文化体育娱乐业 11 2. 22
交通运输业 10 2. 02
住宿餐饮业 2 0. 40
研究与试验发展 22 4. 44
其他 15 3. 02
合计 496 100

企业成立

年限( 年)

近三年企业

员工的平均

数量( 人)

所有制性质

1～5 59 11. 90
6～10 92 18. 55
11～20 171 34. 48
＞20 174 35. 08
合计 496 100
＜100 128 25. 81
100～1000 172 34. 68
1001～10000 121 24. 40
＞10000 75 15. 12
合计 496 100
民营及民营控股企业 352 70. 97
外商投资及控股企业 57 11. 49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63 12. 70
其他 24 4. 84
合计 496 100

2．变量测量工具
本文问卷使用题项均在参考相关文献或成熟量表的基础上结合研究情境( 包括研究对象特征、数字化情

境等) 改编而来。问卷开发秉持两个原则: 一是对于已有的成熟测量构念尽量参照经典量表，对英文量表采
用翻译—回译方式以避免语义模糊或歧义; 二是对于数字技术创新可供性、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等新构念，参
照现有理论框架进行内涵提炼，同时，参考多位学界和业界专家意见设计题项。此外，问卷于 2022 年 6—9月
经历多次预测试，根据预测试结果和专家意见进行多次迭代，最终形成正式问卷，以保障问卷质量。
具体来说，高管团队和基层员工的感知有用性参考 Shih［33］等文献中已有量表，结合高管团队和基层员工

特征，各设计 3个题项。数字创新绩效参考 Chen等［34］、张峰和杨建君［35］等文献，包含效率和效能两部分，共
设计 6个题项。组织认知主要参考 Lindorff［36］、Maisel和 Gable［37］的研究，从组织公平、资源支持、授权水平角
度进行测量，共设计 3个题项，然后计算高管团队和基层员工填写的问卷数据差值( 绝对值) 用以测量跨层认
知差异。流程智能水平的测量主要参考 Martinek-Jaguszewska 和 Ｒogowski［38］提出的流程自动化成熟度模型，
强调自动化覆盖范围是衡量流程成熟度的关键。据此，统计企业部署的各类信息系统，分别对应不同业务流
程。随着技术应用的深化，企业通常由单一系统逐步拓展至多种系统，实现更广泛的流程覆盖与智能化升级。
系统种类的增加不仅体现了智能化流程范围的扩展，也反映了跨流程整合与协同程度的提升，表明企业流程

智能水平的不断提升。数字技术创新可供性和规范可供性主要参考 Karahanna等［26］提出的框架，提炼出高管
团队以规范为核心的任务需求特征和基层员工以创新为核心的任务需求特征，进一步提炼出流程嵌入、规则
嵌入、数据基础、数据分析作为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及数字技术创新可供性的二阶构念，各设计 4个题项。需
要说明的是，本文高管团队和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两个变量分别使用高管团队和基层员工填写的问卷数据测

量，其余变量均通过两者均值获得。
此外，考虑到数字技术使用是高度情境化的微观过程，会受到各种不同层次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进一

步从企业和信息系统应用层面控制了可能相关的变量。其中，在企业层面，不同行业企业对员工技术使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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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要求，使用场景也存在较大差异。不同所有制性质、成立年限和规模的企业也可能因为企业战略、数字
化资源投入、企业文化等方面不同而影响技术使用。在信息系统层面，企业信息系统实施时间可能是影响技
术使用的重要因素，实施时间越早，意味着使用者与信息系统之间的磨合时间越长，可能会正向影响员工技术

使用的效果。此外，信息系统自主开发程度也可能影响企业的技术使用，自主开发程度越高，意味着在信息系
统建设中员工参与程度越深，系统功能会更契合企业需求，从而促进员工使用。综上，本文共选取企业所在行
业、成立时长、企业规模、所有制性质、信息系统实施时间和自主开发程度 6 个可能对数字技术使用产生影响
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3．问卷信效度检验
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干扰，本文在程序控制的基础上( 如匿名填写、分时间 /空间收集等) ，

进一步采用控制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即构建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及包含共同方

法因子的分析模型，比较两个模型的主要拟合指标得到: ΔＲMSEA= 0. 0066，ΔSＲMＲ= 0. 0036，ΔGFI = 0. 0105，
ΔNFI= 0. 0098，ΔCFI= 0. 0099，ΔPNFI= 0. 0044，各项拟合指标变化幅度不超过 0. 05，表明加入共同方法因子
后，模型并未得到明显改善。此外，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单因素模型拟合效果不佳( χ2 /df = 19. 2244，
ＲMSEA= 0. 1424，GFI = 0. 6676，AGFI = 0. 6012，PGFI = 0. 5564，NFI = 0. 6976，PNFI = 0. 6342) 。以上多种检验
结果表明，本文的共同方法偏差程度处于可接受水平。此外，经检验，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和聚合效度。所有变
量 AVE平方根均大于该构念与其他构念的相关系数，测量模型亦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最后，对量表进行探索
性因子分析，KMO值为 0. 9365，表明数据有良好的相关性。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回归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层次回归方法构建回归模型，并利用 262份企业配对问卷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为了避免多重共

线性，本文将自变量与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后再生成交互项，并逐步纳入模型之中。根据本文假设，依次
构建如下 9个回归方程。其中，MTPU、FSPU分别为高管团队感知有用性和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DTNA为数
字技术规范可供性，DTIA为数字技术创新可供性，DIP 为数字创新绩效，PIL 为流程智能水平，CDL 为跨层认
知差异，Control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所在行业( Industry) 、成立年限( Age) 、规模( Size) 、所有制性质
( Ownership) 、信息系统实施时间( System_tenure) 和自主开发程度( Development_autonomy) 。

MTPU = β10 + β11Control + δ ( 1)
MTPU = β20 + β21Control + β22DTNA + β23DTIA + δ ( 2)

MTPU = β30 + β31Control + β32DTNA + β33DTIA + β34DTIA
2 + δ ( 3)

FSPU = β40 + β41Control + δ ( 4)
FSPU = β50 + β51Control + β52DTNA + β53DTIA + δ ( 5)

FSPU = β60 + β61Control + β62DTNA + β63DTNA
2 + β64DTIA + δ ( 6)

DIP = β70 + β71Control + β72MTPU + β73FSPU + δ ( 7)
FSPU = β80 + β81Control + β82DTNA + β83DTNA

2 + β84DTIA +

β85PIL + β86PIL × DTNA + β87PIL × DTNA2 + δ ( 8)
FSPU = β90 + β91Control + β92DTNA + β93DTNA

2 + β94DTIA +

β95CDL + β96CDL × DTNA + β97CDL × DTNA2 + δ ( 9)
2．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 1) 检验了控制变量对于高管团队感知有用性的影响，模型( 2) 、模型( 3) 在此基础上依次加入自变

量及其二次项，用以检验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和数字技术创新可供性对于高管团队感知有用性的影响。回归
结果如表 2所示，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和数字技术创新可供性一次项系数显著，分别为 0. 4337( p＜0. 01) 和
0. 3151( p＜0. 05) ，二次项系数并不显著，表明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和创新可供性均正向影响高管团队感知有
用性，但不存在倒 U型关系。H1a成立，H2b不成立。可能的原因是，在企业信息系统应用实践中，由于高管
团队掌握着更大的结构性权力，与基层员工之间存在明显的地位差距，高管团队技术可供性实现过程很少受

到基层员工的干扰。因此，即使在创新可供性的数字技术特征与高管团队任务需求并不完全匹配的情境下，
数字技术创新可供性依然直接正向影响高管团队感知有用性。
同样，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依次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和自变量的二次项，用以检验数字技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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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可供性和数字技术创新可供性对于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创新可供性正向
影响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一次项系数为 0. 6461( p＜0. 01) ，H1b得到支持。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的二次项系
数显著为负，表明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与基层员工感知有用存在倒 U 型关系，H2a 成立。该结果表明，数字
技术规范可供性对于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存在显著的“双刃剑”效应，即适度的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能够促
进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但当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过高时反而会削弱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依据上述理论分
析和研究假设，这主要是由于在基层员工处于结构权力劣势的情境下，过高的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会使基层

员工在技术可供性实现过程中更多地受高管团队的干扰，对其感知有用性产生负面效应。
模型( 7) 则检验了高管团队感知有用性和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对于数字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高

管团队感知有用性对数字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回归系数为 0. 1111( p＞0. 1) ，H3a 不成立。可能的
原因是，在企业实践中，高管团队更多主导数字技术搜索和采纳决策，并不直接参与到各类数字创新活动中，

因而其感知有用性无法直接影响数字创新绩效。而基层员工作为企业数字创新活动的核心主体，其感知有用
性对数字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回归系数为 0. 2923( p＜0. 01) ，H3b成立。

表 2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高管团队感知有用性 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 数字创新绩效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DTNA 0. 4337＊＊＊

( 0. 1389)
0. 4327＊＊＊

( 0. 1385)
0. 4009＊＊＊

( 0. 1299)
2. 3277＊＊＊

( 0. 6083)

DTIA 0. 3151＊＊

( 0. 1622)
－0. 4088
( 0. 9763)

0. 6461＊＊＊

( 0. 1364)
0. 6968＊＊＊

( 0. 1336)

DTNA2 －0. 2090＊＊

( 0. 0627)

DTIA2 0. 0748
( 0. 0982)

MTPU
0. 1111
( 0. 0893)

FSPU 0. 2923＊＊＊

( 0. 0634)

System_tenure
－0. 0610
( 0. 0613)

0. 0962
( 0. 0583)

0. 0985*

( 0. 0585)
－0. 1971＊＊

( 0. 0798)
0. 0055
( 0. 0626)

0. 0222
( 0. 0588)

－0. 0844
( 0. 0522)

Development_
autonomy

0. 1098
( 0. 1180)

0. 0531
( 0. 1136)

0. 0490
( 0. 1131)

0. 2609＊＊

( 0. 1204)
0. 2049＊＊

( 0. 0874)
0. 2245＊＊＊

( 0. 0849)
－0. 0282
( 0. 0855)

Ag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Siz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wnership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 3. 9209＊＊＊

( 0. 6330)
0. 3510
( 0. 7279)

2. 0549
( 2. 4645)

4. 6895＊＊＊

( 0. 7440)
－0. 2417
( 0. 7089)

－4. 9899＊＊＊

( 1. 6285)
2. 5352＊＊＊

( 0. 6188)
Ｒ2 0. 1696 0. 3975 0. 4003 0. 2004 0. 5565 0. 5916 0. 3342
Ｒoot MSE 1. 0559 0. 9071 0. 9089 1. 1465 0. 8612 0. 8301 0. 8367
N 131 131 131 131 131 131 131

注: ＊＊＊、＊＊、*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进一步，Haans等［39］指出，仅二次项系数显著并不能完全证实倒 U 型关系的存在。因此，为了强化数字
技术规范可供性与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之间呈倒 U 型关系的核心结论，本文对该倒 U 型关系进行进一步检
验。结果表明，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区间为( 2. 25，6. 75) ，转折点为 5. 5683。左侧区间斜率为 1. 3871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右侧区间斜率为－0. 4940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与基层员工感
知有用性之间存在倒 U型关系。此外，为了排除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与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之间存在“S”型
关系的可能性，本文构建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立方项并带入回归模型，结果表明，立方项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因此，排除了两者间存在“S”型关系的可能性。
3．调节效应检验
遵循理论推导的思路，本文进一步选择流程智能水平和跨层认知差异作为调节变量，由于经模型( 3)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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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上述数字技术创新可供性与高管团队感知有用性之间的关系不成立，故只检验调节变量对于数字技术规范

可供性与基层员工之间倒 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分别对应上述模型( 8) 和模型( 9) 。与模型( 6) 相比，分别引
入调节变量与自变量一次项、二次项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 8) 回归结果显示，流程智能水
平与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的二次项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流程智能水平强化了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与

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间的倒 U型关系。一方面，在倒 U型曲线的极值点之前，流程智能水平能够强化数字技
术规范可供性的正面效应。例如，通过提升各业务流程的智能化水平，能够提升各业务环节中的智能决策水
平，提升基层员工工作效率，从而强化规范可供性对于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在倒 U
型曲线的极值点之后，较高的流程智能水平也可能导致基层员工对数字技术过度依赖，同时，由于智能过程中

的“黑箱”效应降低其对业务流程的干预和创新程度，降低基层员工的有用性感知。例如，在基层员工适应了
长时间的高工作效率之后，可能会对他人干扰带来的工作效率下降表现出更大的负面情绪，同时，智能化流程

的干预对基层员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基层员工可能会面对智能化流程中的新问题而束手无策。
表 3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

模型( 6) 模型( 8) 模型( 9)

DTNA 2. 3277＊＊＊

( 0. 6083)
2. 3676＊＊＊

( 0. 5707)
2. 0125＊＊＊

( 0. 6373)

DTIA 0. 6968＊＊＊

( 0. 1336)
0. 6889＊＊＊

( 0. 1272)
0. 6885＊＊＊

( 0. 1347)

DTNA2 －0. 2090＊＊

( 0. 0627)
－0. 2101＊＊＊

( 0. 0613)
－0. 1748＊＊

( 0. 0672)

PIL
0. 0172
( 0. 0166)

PIL×DTNA 0. 2259＊＊

( 0. 0948)

PIL×DTNA2 －0. 0218＊＊

( 0. 0101)

CDL
0. 0055
( 0. 1056)

CDL×DTNA
－1. 9247*

( 1. 1146)

CDL×DTNA2 0. 2057*

( 0. 1187)

System_tenure
0. 0222
( 0. 0588)

0. 0316
( 0. 0602)

0. 0031
( 0. 0614)

Development_autonomy 0. 2245＊＊＊

( 0. 0849)
0. 2482＊＊＊

( 0. 0838)
0. 2098＊＊

( 0. 0880)
Age Yes Yes Yes
Size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Ownership Yes Yes Yes

Cons
－4. 9899＊＊＊

( 1. 6285)
－5. 2384＊＊＊

( 1. 4262)
－4. 0466＊＊

( 1. 7046)

Ｒ2 0. 5916 0. 6119 0. 6040

Ｒoot MSE 0. 8301 0. 8199 0. 8282

N 131 131 131

模型( 9) 结果显示，跨层认知差异与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的二次项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跨层认
知差异会弱化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与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间的倒 U 型关系。一方面，在高管团队和基层员
工使用与自身任务需求并不匹配的数字工具时，跨层认知差异可能会阻碍他们对于技术特征和应用规则的理

解与沟通，弱化助推效应带来的正向作用; 另一方面，跨层认知差异过大会使基层员工降低技术应用预期，弱

化偏离效应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当企业基层员工与高管团队认知差异过大时，可能会降低自身对于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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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有用性预期，从而缓解偏离效应产生的负面影响。综上所述，H4a、H5a成立。
总之，从整体实证检验结果来看，高管团队作为企业数字创新目标和战略制定者，会同时受到数字技术规

范可供性和创新可供性的正向影响，强化其对数字创新价值的正向感知。但他们不是数字创新实践的主体，
其感知有用性对数字创新绩效没有显著影响。与此同时，作为数字创新实践主体的基层员工会受到高管团队
可供性实现的干扰，在技术使用过程中受助推效应和偏离效应的综合影响，进而影响数字创新绩效。

4．稳健性检验①

( 1) 更换数据。为验证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和创新可供性对于高管团队感知有用性的影响，针对模型
( 1) 、模型( 2) 、模型( 3) ，本文选择使用 283份高管团队填写数据进行重新估计。同样，为验证数字技术规范
可供性和创新可供性对于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的影响，针对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本文选择使用 583
份基层员工填写数据进行重新估计。同时，增加工龄( LE) 和司龄( LEC) 等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结果表
明，数字技术创新可供性对高管团队感知有用性和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的正向影响依旧显著，且数字技术规

范可供性对高管团队感知有用性的正向影响以及与基层员工感知有用性间的倒 U 型关系依然成立，表明回
归结果是稳健的。
( 2) 更换估计方法。为进一步提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换用极大似然法( MLE) 进行参数估

计，估计结果表明，各自变量的系数显著性情况不变，分层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本文从高管－员工双视角下的技术可供性理论出发，基于企业数字创新价值的感知与实现背离困境分

析，探讨了双主体互动下可供性实现影响数字创新的过程机制及情境差异。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 1) 双主体互动下，技术可供性影响数字创新存在双重效应，即助推效应和偏离效应。其中，助推效应②

主要发生在高管团队与基层员工在任务需求、权力结构和认知框架高度一致的情境中。在这种情形下，数字
技术应用能够在上下层协同中顺利落地，典型表现在高管与员工围绕创新可供性协同的完整阶段，以及围绕

规范可供性协同的初始阶段。在此过程中，双方的可供性实现均有助于满足各自的任务需求，互不干扰，从而
共同促进数字创新绩效提升。具体而言，高管团队基于企业整体战略设定数字创新目标，并通过技术使用增
强对数字创新价值的感知; 与此同时，基层员工将数字工具与实际业务场景相结合，开展应用实践。在此过程
中，组织在流程制度与认知沟通方面保持高度一致，基层员工能够准确理解并积极接受高管传达的技术目标，

进而将其转化为可量化的绩效成果，形成组织内多层级协同的创新推进机制。相比之下，偏离效应③则出现
在高管设定的技术应用目标与基层员工的实际任务需求之间存在认知与结构性错位的情境中，尤其在高管拥

有更大的结构性权力并主导技术部署的组织中更为常见，典型表现在高管与员工围绕规范可供性协同的后续

发展阶段。在这种情形下，由于高管团队在制度与结构权力上的主导地位，其技术使用行为往往不受基层员
工反馈的制约。但随着规范可供性的持续提高，其对基层员工可供性实现路径的影响不断加深，进而引发员
工的偏离行为。在本研究中，偏离行为被定义为技术使用者受到他人影响，偏离自身任务需求而进行的可供
性实现行为。当高管对基层任务结构理解不足，仅凭战略设想推进技术部署时，其赋能路径往往演变为结构
性干预，导致基层员工无法从自身任务出发主动应用技术，而是以被动配合、形式化执行的方式响应，甚至可
能产生敷衍或规避性使用等行为，最终降低数字创新绩效。
( 2) 创新流程和主体协同是企业数字创新管理中的重要内容。理论上，在流程设计中降低主体间协同需

求，有助于减少偏离行为的产生。同时，促进主体间的认知一致，也有助于缓解偏离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也
就是说，助推效应的实现需要以低协同成本与高认知一致性为前提，而偏离效应往往发生在高流程依赖和认

知错配的情境中。因此，本文分别选取流程智能水平和跨层认知差异作为组织创新流程和主体协同的代理变
量，探究可供性实现影响数字创新的情境条件。
研究结果表明，流程智能水平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工具提高流程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在数字创新中扮

演重要的促进与约束双重角色。在提升员工工作效率、促进创新实践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员工对数字工具的
过度依赖，并限制其对创新流程的改进。因此，在数字创新实践中，企业应根据技术使用情况逐步推进流程智

①

②

③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不在本文中展示。
本文将助推效应定义为使用者满足自身任务需求的技术可供性实现过程所产生的正向效应。
本文将偏离效应定义为使用者偏离自身任务需求的技术可供性实现过程所产生的负向效应。



102 管理评论 第 37卷

能化，初期强调自动化与透明度的提升，以降低认知负担，提升适应能力。逐步成熟后，应注重灵活性设计，通
过模块化和可配置功能增强流程变革能力，避免过度固化。跨层认知差异则表征了高管团队与基层员工之间
在组织支持方面的认知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会给高管－员工协同带来认知和沟通的障碍，阻碍数字创新实
现［40］; 但另一方面，过大的跨层认知差异也会降低基层员工对数字工具的有用性预期，从而缓解偏离效应产

生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促进高管团队与基层员工之间的认知共识是两者共同实现数字创新的重要基础，
同时，需要将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维持在合适的水平，避免由此产生更多的偏离行为。
综上，流程智能水平和跨层认知差异不仅是描述性变量，更构成助推效应与偏离效应转化的关键情境边

界。二者分别代表了组织在“流程依赖”与“认知协调”两个维度上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技术可供性在不同主
体间传导的方向与强度。从创新管理的角度来看，突破数字创新价值的感知和实现背离困境，不仅需要协调
高管团队与基层员工间的认知差异，促进两者有效协同，还要稳步推进流程智能化进程，根据员工认知和能力

的动态改变，合理设计流程规则。
2．理论贡献
首先，本研究通过提出“偏离行为”这一概念并揭示其形成机制，拓展了技术可供性理论的解释边界。既

有技术可供性研究多基于“技术特性—用户采纳”的单向过程假设，从单一主体视角探讨数字技术的适应性
应用。这一分析框架没有关注组织结构权力、多主体目标冲突等内生因素的影响，难以揭示多主体互动中的
复杂行为博弈。本研究通过高管－员工双主体互动视角的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技术规范可供性的过度强化会
诱发基层员工的策略性妥协，表现为以牺牲个体任务适配性为代价的技术执行偏差。这种偏离行为表明，现
有理论对技术可供性实现过程中跨层级、多主体互动的解释存在盲区，本研究通过揭示技术赋能过程中不同
层级的目标冲突及其行为异化机制，为理解数字创新中的非理性技术应用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其次，本研究提出了数字创新价值背离困境中的双重效应框架，深化了对其内生性困境的理论解释。现

有文献对数字创新价值背离困境的归因多集中于资源基础缺陷或个体抵制的单一因素，未探讨不同主体互动

产生的复杂损耗，因此，难以充分解释当前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情形下依然存在的数字创新困境。本研究基
于“认知适配—行为策略—能效传导”逻辑，提出助推效应和偏离效应的双重效应，前者体现了技术可供性实
现过程中满足主体任务需求带来的价值增益，后者则体现了技术可供性实现过程中偏离原始创新目标产生的

价值损耗。研究表明，在企业数字创新实践中，高管的运营管控需求与规范遵从压力交互作用，会使员工采取
偏离原始创新目标的象征性技术应用，导致技术可供性在纵向传导中出现能效衰减。这一发现揭示了数字创
新“最后一公里困境”的微观成因，推动数字创新价值背离研究从单一归因向复杂行为追踪演进。
最后，本研究探讨了技术可供性实现的情境调节机制，推进了数字创新的情境刻画。研究发现，流程智能

水平与跨层认知差异构成数字创新中双主体互动的关键情境变量，高流程智能水平通过技术系统的自适应能

力缓冲规范刚性，而认知协调则通过重构主体间的意义网络缓解目标冲突。这种技术与认知的双重调节，从
动态视角解释了组织如何通过情境优化缓解数字创新过程中的价值损耗，弥补了现有文献对“技术－认知”协
同作用的关注不足。研究指出，企业可通过减少协同需求和优化协同质量来突破价值背离困境，为破解从战
略到执行的偏差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3．管理启示
第一，为企业数字创新的管理提供实践启示。数字创新价值背离困境的本质是在技术赋能过程中，技术

可供性实现的双主体动态博弈与情境适配失衡。传统管理中“战略—执行”的线性传导逻辑难以应对数字创
新的复杂特征，需转向更具动态适应性的协同治理范式。本研究提出的“偏离行为”是企业需要警惕的数字
化创新中的潜在风险。为此，管理层应建立动态平衡的赋能机制，通过刚性目标、柔性传导的机制弥合战略与
执行的偏差，在顶层设计中嵌入可扩展的技术架构，允许标准化技术系统与差异化业务场景的弹性耦合。具
体而言，企业可从减少协同需求和优化协同质量两方面入手，推动技术与管理的深度融合，充分释放数字创新

潜力。一方面，企业可依托流程智能水平的提升，实现流程自动化与决策分布化，降低跨层级协同需求，推动
数字创新落地。同时，赋予基层员工更大的自主执行权，减少对高管团队的依赖。另一方面，为解决跨层认知
差异带来的理解偏差与执行断层，优化协同质量，企业应建立双向互动与持续反馈机制，推动知识共享与需求

适配。高管团队需通过开放平台和数字协同工具，将战略目标透明化，并利用技术手段帮助基层员工理解技
术功能，提升执行效率。同时，基层员工需通过实践反馈和任务优化，推动高管团队在资源配置与流程设计上
持续改进。
第二，为政府激励企业开展数字创新提供政策依据。当前，尽管中国企业数字创新实践正稳步推进，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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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转型方法及能力构建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对企业数字创新的评价是政府制定相关激
励政策及提供方法指导的重要依据。现有标准主要以区域或企业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资金投入及数
字化人才数量等指标进行衡量。然而，数字创新的核心在于企业的数字化认知与管理能力，特别是高管团队
与基层员工之间的数字化共识与协同水平，对创新成效至关重要。数字创新本质上是用数字技术对业务模式
进行重塑，基层员工是业务活动的主体，因而需要充分考虑基层员工的认知和能力。倘若缺少员工对数字化
的共识和支持，不同层次员工在数字技术应用中可能会相互挤出，影响最终的成效。基于本研究结论，在评估
企业数字创新时，应拓展既有的指标，增加对数字化治理能力的考量，包括高管团队与基层员工的数字化协同

水平、数字化文化、员工参与度及反馈机制等。通过建立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对企业数字创新进行有效评估，
据此提供更精准的政策支持。

4．局限与展望
本文的局限及未来需深入探究的方向主要包括: 首先，本文尽管基于高管－员工双视角提出了双主体互

动下可供性实现影响数字创新的两种机制，即助推效应和偏离效应，但由于方法限制，并未对两种效应进行独

立检验，未来可采用实验方法对两种效应分别检验，使研究假设的验证更加稳健。其次，本文采用的是截面问
卷数据，在检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上存在一定局限，未来可尝试采用多期面板数据对变量间的动态和因果关

系进行检验。最后，本文仅针对数字管理中的创新流程和主体协同选取了流程智能水平和跨层认知差异作为
调节变量，对可供性实现影响数字创新的情境条件进行探讨。除此之外，还有诸多个体、群体和组织层面的情
境因素会对该过程产生影响，未来需深入挖掘，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管理提供更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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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ing through the Dilemma of the Misalignment between Value Perception and
Actual Ｒealization of Digital Innovation: Ｒeconsidering Technology Afford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ecutives and Employees

Xiao Jinghua，Cao Wanghua and Xia Zhenghao
( School of Business，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 critical strategy for corporate innovation，yet in practice，digital innovation often faces a
disconnect between value percep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Existing research primarily focuses on resource limitations or individual resist-
ance，lacking a dual-perspective analysis from both executives and employees． This study uses matched data from executives and employ-
ees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ir task demands and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re mis-
aligned，employees may act in a way that deviates from their own task needs under managerial influence，leading to negative outcomes in
technology use． Based on this，the concept of“deviant behavior”is proposed，highlighting that digital technologies can produce both
boosting and deviating effects in two-party interactions． Furthermore，process intelligence and cross-level cognitive differences moderate
these effects，suggesting that organizations can address such dilemmas by reducing coordination demands and improving coordination
quality． This study not only offers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gap between value perception and actual realization in digital innova-
tion but also extends contextual research on technology affordance and provides managerial insights for fostering executive-employee align-
ment and enhancing digital innovation outcomes．
Key words: digital innovation，boosting effect，deviating effect，deviant behavior，technology affordance


